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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中国统计年鉴 2014》数据，应用有序

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探讨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进一步地，

为了克服主观变量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

“是否有投票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 2SLS 模型进行了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显

示：第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显著，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参加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

农民工的幸福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

高农民工幸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

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工作类型和劳动报酬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

的影响显著高于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而劳动合同签订状况、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经济地

位感知的影响则呈现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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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之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努力的目标就在于获得幸福

（Camfield and Esposito，2014）。自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民生”已经成为中国现阶段政

策语境下的热词，各级政府将民生改善摆在了突出位置，并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民生工程”和“幸

福工程”，其目的在于将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转化为国民更高程度的幸福或生活满意度。

农民工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在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有效提高农民

工的幸福感，显然是国家改善民生的必要之举，也是当前政府服务民生的题中应有之义。 

“幸福感”也常被称作“快乐”或“生活满意度”，是学术界用来度量人们幸福状态的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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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and Gunatilaka，2010）。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主观幸福感引起了心理学（例如 Lyubomirsky 

et al.，2005）、经济学（例如 Easterlin，2001）和社会学（例如 Winkelmann，2009）等领域诸多学

者的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有关国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讨论。一些实证研究发现，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英、日等国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但其幸福感水平却并没有同步提高，这

一现象被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伊斯特林悖论”（参见 Easterlin，1974）。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增长，其幸福感是否会随收入增长而提升随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

一个重要主题。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盖勒普调查等多种来源的数据，Easterlin et al.（2012）的研

究表明，在 1990～2010 年的 20 年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近 4 倍，但其幸福感却并没有

显著提升，而是随时间推移呈现“正 U 型”变化趋势。受国外研究的启示，近年来，有关中国居民

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的国内研究也开始涌现。例如，刘军强等（2012）对 2003～2010 年间

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幸福感在这 10 年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经济增长可能是决定

该上升趋势的最主要因素。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有关幸福感的研究所关注的重点对象是城市和农村居民，基于农民工视角

的幸福感研究仍然是该研究领域中较薄弱的方面。而从现实来看，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支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幸福状况不仅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

的稳步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质量。那么，农民工的幸福感

究竟如何？他们幸福或不幸福受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对这些问题作

出回答，不仅能够拓展学界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而且可以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

经验证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关注就业质量

和社会认知两个维度的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二、文献述评 

居民的幸福感往往受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客观层面来看，就业质量是个人在城市生

存立足之根本，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体现，对居民幸福感具有基础性的影响（Pina and Bengtson，1993）；

在主观层面，农民工在城市务工和生活必然面对城乡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价值观念的转变尤其是

社会认知的变化是体现其城市融入的核心要素，理应被重点纳入农民工幸福感研究的分析框架。 

（一）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关于就业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由英国社会心理学家 Jahoda 提出的“就业

功能论”。该理论认为，就业具有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 5 种潜功能，包括社会交往、集体参与、身份

认同、时间结构及常规活动；而失业或离开劳动力市场是阻碍这些潜功能有效发挥，导致个体产生

剥夺感并对心理健康或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Jahoda，1981）。“就业功能论”曾得到学

界的广泛认可，但是，由于假定所有个体都是外部结构性环境①的被动接受者，该理论表现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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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并且忽略了结构因素对不同个体影响的差异性，因此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

（吴愈晓等，2015）。  

“就业质量”是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这一概念源自于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的理

念。围绕这一理念，国内外学者对就业质量提出了多种测量指标，虽然在具体指标构成上存在一定

差异，但基本都围绕工资收入、就业流动性、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等维度展开（Handel，

2005）。就业质量的改善或许是能够最快和最有效地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一种方式。从就业质量的

具体维度来看，收入是其核心测度指标，获得稳定的收入是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主要初衷之一，也是

农民工群体最关心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1）。就收入与农民工幸福感的关系而言，

现有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例如，王玉龙等（2014）认为，收入对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而社会支持在两者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也有研究指出，在考察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时，

应注意区分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会抵消绝对收入增加对农民

工幸福感的正向影响（黄祖辉、朋文欢，2016）。事实上，在具有“城乡差异”和“内外之别”双

重特征的现有户籍制度的约束下，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一直被排斥在城市福利的覆盖范围之外

（Wang and Fan，2012）。在进入城市以后，权益的受损和公共服务的缺失成为农民工实际生存状

况与进城初衷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之一。超长的工作时间、缺失的社会保障与福利、较差的工作环

境以及频繁的就业流动等，成为农民工就业和生存环境的主要特征，当这些外在环境因素的变化超

过一个临界值时，农民工的幸福感无疑会受到影响（刘靖等，2013）。此外，也有一些实证研究表

明，职业流动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例如，费菊瑛、王裕华（2010）的研究表明，农民

工职业流动会使其参照人群发生变化，在目前普遍存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同岗不同酬”现象的情

况下，进入较高的职业层次并不能显著提升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反而可能产生负向影响。 

（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认知是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范式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概念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新理论视

角，自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至今，已成为社会心理学乃至整个心理学领域的热门研究主题。学界将

“社会认知”定义为：个体对来自于自身、他人和周围环境的社会信息例如社会性客体和社会现象

及其关系的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与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预测（Greenwald and Banaji，1995），其

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自我身份认知、人际关系认知、群体认知及社会现象认知 4 个方面（李宇等，2014）。

态度、情绪和社会知觉是社会认知领域最核心的 3 大主题（Niedenthal et al.，2005；伍秋萍等，2011），

这些要素在人们幸福感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内曼及其团队的研究

表明，个体幸福感的形成受 4 种效用的影响：记忆效用、即时效用、预期效用和决策效用（Kahneman 

et al.，1997）。例如，个体对不同选择将产生的结果进行正确预期，是其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而过往

的经历是其行为选择的一种重要依据（Kim-Prieto et al.，2005）。 

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仅是就业的非农化和标签意义上的户籍转化，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城市适

应。对农民工而言，融入城市社会要求其内化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情感上找到归宿，

在心理上获得认同，而良好的社会认知是其维持心理健康和适应城市生活的基础（刘电芝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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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城市的消费文化（例如借贷消费、网购等）刺激了农民工的物质欲望，而

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与户籍制度则加剧了他们心理上的各种紧张和矛盾，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的偏

好、自我评价和身份认同产生消极作用。尤其当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突现时，很多农民工会感到迷

茫和困惑，甚至形成各种消极的社会认知，例如由留城定居还是返乡择业引发的矛盾心理、相对困难

的就业环境与较低的社会地位导致的悲观情绪、由所遭受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待遇造成的心理剥夺等，

这些心理困扰都会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符平，2006）。 

（三）简要评述和研究设计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首先，现有文献或单独关注就业的某个维度（例如收入）对农民工幸

福感的作用，或单独考察某些心理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缺少将就业状况、社会认知和农民工

幸福感置于同一框架下的研究。从理论上说，幸福感是一种愉悦的心理体验或精神感受，而其影响因

素则必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基本维度（Han，2015）。一方面，幸福感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致

的客观福祉条件（例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改善的主观反映，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陈惠雄、潘

护林，2015）；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客观条件的改善并不会必然提升个体的幸福感，

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认知因素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单独考虑

就业或认知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都会产生因遗漏关键变量所导致的模型设定偏误。其次，多

数现有相关研究在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时，都假设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受其他自变量

取值的影响，即只考虑了主效应。然而，在现实中，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很可能依赖于其他自

变量的取值，即存在交互效应，这就使得对交互效应的分析变得尤为必要。此外，对农民工幸福感影

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展开研究的文献也明显缺乏。因此，作为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补充，本文研究拟做以

下改进：第一，在分析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的基础上，探讨这两类因素

对农民工幸福感的交互效应。第二，深度剖析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不同世代农民工的

价值观念和现实需求实际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对农民工群体分世代进行讨论，将有助于提高有关结论

的针对性。第三，处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实证分析结果更具可靠性。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于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2013”），这一调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抽样，旨在探索社会变迁的趋势。该调查由中

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四级分层抽样方案，涵盖个人、家庭、社区与社会

多个层次，是国内较为公认的权威的微观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以“是否从事非农产业”和“是否为

农业户口”作为农民工样本的筛选依据，同时剔除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少数样本，最终得到农

民工有效样本 1674 个。 

从样本的性别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农民工的比例高于女性农民工，分别为 61.53%和 38.47%。

样本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41 岁，其中，1980 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 33.51%，1980 年以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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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老一代农民工占 66.49%。从受教育程度方面的特征来看，样本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99

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占 74.55%；从两代农民工的对比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79 年，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 2.70 年，但是，整体而言，当前农民工的受教育

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此外，本文研究还使用样本农民工务工所在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其经济发展状况的

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4》①。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幸福感。本文模型的因变量为农民工幸福感，其测量方法是由受访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状况

做出总体性评价，具体而言，是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的：“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其选项包括“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清是否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依次赋值为

1～5。受访农民工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为 3.79，表明农民工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说不清是否幸福”

与“比较幸福”之间。 

2.就业质量。就业质量是反映劳动者就业状况的多维度概念。对农民工而言，实现高质量就业是

其融入城市社会、实现市民化的关键。国外相关文献主要从收入、工作时间、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及社

会保障 4 个维度来测量就业质量。例如，Kalleberg et al.（2000）选取工资收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3 个指标来测量美国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也有学者将就业满意度（例如 de Bustillo Llorente and Macias，

2005）和就业环境（例如毕先进，2014）作为就业质量的测量指标。本文研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借

鉴聂伟、风笑天（2016）与明娟、曾湘泉（2015）的研究，选取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合同签订

状况、工作类型、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6 个指标来测量农民工的就业质量。 

3.社会认知。社会认知是个体根据社会上各类信息形成的对自己、他人或事物的推论，主要包

括个体感知和群体（社会）感知两大维度。其中，个体感知主要涉及对个体内部因素例如态度、目

标、情绪等方面的评价，而群体感知则侧重对社会阶层地位的评价（郑鸽、赵玉芳，2016）。参考

Greenwald and Banaji（1995）和 Han（2015）的研究，本文研究选取社会公平感知、经济地位感知、

情绪状态 3 个指标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认知。 

4.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幸福感还受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

（Knight and Gunatilaka，2010）及地区发展水平（陆铭等，2014）的影响。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

农民工幸福感的因素，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例如张学志、才

国伟，2011；李树、陈刚，2015），引入以下两类变量：一类是控制变量，主要是个人特征和家庭禀

赋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房产状况、宗教信仰、

子女数量、务工所在地、务工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另一类是工具变量，包括“是否熟悉居委会历

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两个变量。选择这两个变量的原因是：第一，对社区发展历史的熟悉状

况或投票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第二，这两个

                                                  
①国家统计局（编），2014：《中国统计年鉴 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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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描述的是农民工对过去相关经历或信息的回忆，不受当前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满足工具变量

的外生性要求；第三，这两个变量对幸福感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社会认知发挥间接作用。 

上述 4 类变量的具体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含义或赋值 均值 标准差

农民工幸福感（ y ） 非常不幸福=1；比较不幸福=2；说不清是否幸福=3；

比较幸福=4；非常幸福=5 

3.789 0.782 

工作时间（ 1x ） 2012 年周平均工作小时数（小时） 47.662 26.859 

劳动报酬（ 2x ） 2012 年工资收入（元）的对数 9.783 0.849 

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3x ） “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否=0；是=1 0.183 0.387 

工作类型（ 4x ） “是否在体制内单位务工？”否=0；是=1 0.063 0.244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5x ） “您是否有养老保险？”无=0；有=1 0.567 0.496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6x ） “您是否有医疗保险？”无=0；有=1 0.866 0.341 

社会公平感知（ 7x ） “您认为社会公平吗？”否=0；公平=1 0.386 0.487 

经济地位感知（ 8x ） “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与同龄人相比如何？”较低=0；

差不多或较高=1 

0.622 0.485 

情绪状态（ 9x ） “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率高吗？”其他=0；频

率较低=1 

0.752 0.432 

性别（ 10x ） 女=0；男=1 0.615 0.487 

年龄（ 11x ） 2012 年时的年龄（岁） 41.127 13.132 

受教育程度（ 12x ）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8.996 3.545 

健康状况（ 13x ） “您的身体是否健康？”一般、比较不健康、很不健

康=0；健康或比较健康=1 

0.776 0.417 

婚姻状况（ 14x ） “您是否已婚？”未婚或其他=0；已婚=1 0.830 0.376 

政治面貌（ 15x ） “您是否是共产党员？”否=0；是=1 0.064 0.245 

房产状况（ 16x ） “您是否拥有房产？”无=0；是=1 0.916 0.277 

宗教信仰（ 17x ） “您是否有宗教信仰？”无=0；有=1 0.102 0.303 

子女数量（ 18x ） “您有多少个子女？”（个） 1.514 1.060 

务工所在地（ 19x ） 务工所在省份 — — 

务工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20x ） 2013 年务工所在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的对数 10.693 0.381 

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 1I ） “您是否知道本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是如何产生

的？”否=0；是=1 

0.740 0.439 

是否有投票经历（ 2I ） “您是否参加了本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上一次选

举投票？”否=0；是=1 

0.394 0.489 

注：“工作类型”变量含义中“体制内单位”指党政机关、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居委会或村委

会。“务工所在地”为分类变量，其均值和标准差没有明确的统计学含义，所以未在表中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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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选择 

在回归分析中，有序概率模型（包括有序 Probit、有序 Logit 模型）常被用在因变量为有序变量

的情形下。为了考察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本文研究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在

下面各表中简称为“o-Logit”）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i i iy F X  （ ）                              （1） 

（1）式为不含交互项的回归模型。（1）式中， iy 为因变量，即农民工幸福感； iX 表示自变量

向量（具体见表 2）； i 为随机扰动项。F （）为某非线性函数，其具体形式为： 

                       

*
1

*
1 2*

*
1

1

2

i

i
i

i j

y

y
F y

j y



 

 

 


  

 



,

,
（ ）

,

                          （2） 

（2）式中， 1 、 2 …… 1j  为切割点，均为待估参数；
*

iy 是样本农民工i 潜在的真实幸福

感，由于这个值不可观测，为潜变量。该潜变量满足： 

                                
*

i i iy X                                  （3） 

值得说明的是，有不少研究指出，不管采用 OLS 模型还是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或有序 Logit 模

型，并不会对变量系数的方向和变量的显著性产生明显影响，相对于后两种模型，OLS 模型的回归

结果反而可以更加直观地呈现边际效应（Knight and Gunatilaka，2010；陆铭等，2014）。因此，在

采用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同时，本文还采用 OLS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的主效应分析 

表 2 列出了对全部有效样本进行估计的结果。第 2 列至第 4 列为用有序 Logit 模型拟合得到的

回归结果，其中，第 2 列、第 3 列分别考察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第 4 列

同时考虑了这两类变量的影响；第 5 列则为使用 OLS 模型得到的回归结果。从结果来看，无论采用

有序 Logit 模型还是 OLS 模型来估计，测量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的 9 个核心变量的显著性状况都较

为一致，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较强。 

1.就业质量的影响。从就业质量有关变量的影响来看，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并未表现出“伊斯特林悖论”，即农民工的幸福感并未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而下降。究其原因，

可能在于收入对幸福感存在非线性影响。张学志、才国伟（2011）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发现，

收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拐点”，约为 11.3 万元/年，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的增加会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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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于居民幸福感，而当收入水平超过这个“拐点”后，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呈现负向影响。对

于农民工而言，基于经济理性，收入最大化是其进城务工的最大动力，尽管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

有所提升，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民工收入仍然偏低。从本文所使用的 CGSS2013 数据来看，

2012 年农民工人均工资收入仅为 2.3 万元，远低于上述“拐点”水平。由此可见，在农民工市民化

过程中，收入对其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不容忽视。 

合同签订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订了劳动合

同的农民工，其幸福感反而更低。这一结果似乎有悖常理。石智雷、朱明宝（2014）认为，稳定的

就业预期可以帮助农民工“以据力争”保护自己的劳动权利，有利于农民工提高生活满意度并尽快

融入城市社会。出现这一悖论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农民工劳动合同短期化现象非常突出，这使

劳动合同在农民工获得职业安全感和形成稳定预期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也难以发挥其在调整劳资

关系方面的基础性治理功能（张永宏，2008）；另一方面，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即使用人单位与农

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签订形式不规范、合同条款得不到落实、同岗不同酬等现象也很普遍，

对合同本应保障自身利益的期望的落空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经历，都会对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抑制

效应。 

从表 2 第 2 列的结果可以看出，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CGSS2013

数据显示，2012 年农民工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为 47.7 小时，有 29.6%的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

60 小时。过长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农民工的闲暇时间和休息时间会受到较大挤压，由此会降低他们的

幸福感。此外，参加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需要说明的是，CGSS2013

数据并未对农民工的社保类型进行划分，所以，无法得知样本农民工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

保险的具体情况。但是，无论是城镇社会保险还是农村社会保险，其所发挥的生活保障功能是一致

的，都是通过减少不确定的外部冲击对农民工正常生活的干扰来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2.社会认知的影响。社会公平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

们在社会生活中时常将自身与周围人群在收入分配、机会公平性、信息获得和互动等方面进行比较，

这既源于人的天性，也是个体追求社会公平的结果（Kernan and Hanges，2002）。在城市务工过程

中，受户籍制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重因素的限制，农民工在工资待遇、工作时间、子女就

学、公共服务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待遇不平等，这使得农民工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作用机制下更

容易产生一定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导致其幸福感下降。从表 2 也可以看出，经济地位感知对农民工

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的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认知之间常常表现出一

定的差异，经济地位对个体幸福感的作用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并不一定

越幸福（闰丙金，2012），个体幸福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成长或生活经历以及自身与他人的比

较。需要指出的是，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会使农民工社会生活的参照人群相应发生变化，农民工所

具有的与家乡农民相比较下的经济优越感将可能减少或消失，取而代之的将是与普遍具有较高经济

收入的城镇同龄人相比较下的相对剥夺感。因此，不能忽视农民工经济地位感知变化对其幸福感可

能带来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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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情绪状态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表明，良好的情绪状态对于农民工

提升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可以使他们乐观、从容地面对在城市务工和生活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和

困境。 

 

表 2                   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主效应分析 

o-Logit o-Logit o-Logit OLS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性别 -0.182* 0.109 -0.112 0.104 -0.163 0.110 -0.045 0.039 

年龄 -0.112*** 0.023 -0.084*** 0.022 -0.097*** 0.023 -0.037*** 0.008 

年龄平方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程度 0.018 0.017 0.023 0.016 0.017 0.017 0.005 0.006 

健康状况 0.699*** 0.123 0.425*** 0.128 0.427*** 0.129 0.141*** 0.046 

婚姻状况 0.757*** 0.161 0.684*** 0.161 0.623*** 0.163 0.241*** 0.058 

政治面貌 0.292 0.212 0.404* 0.209 0.335 0.215 0.146* 0.077 

房产状况 0.932*** 0.176 0.881*** 0.174 0.787*** 0.177 0.299*** 0.066 

宗教信仰 0.421** 0.167 0.472*** 0.167 0.469*** 0.168 0.152*** 0.059 

子女数量 0.042 0.063 0.001 0.064 0.005 0.064 0.000 0.023 

工作时间 -0.003* 0.002 — — -0.003 0.002 -0.001 0.001 

劳动报酬 0.212*** 0.071 — — 0.174** 0.072 0.071*** 0.025 

工作类型 0.429** 0.218 — — 0.336 0.222 0.070 0.076 

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0.271** 0.137 — — -0.311** 0.139 -0.087* 0.049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213** 0.107 — — 0.216** 0.108 0.070* 0.038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570*** 0.153 — — 0.541*** 0.155 0.172*** 0.055 

社会公平感知 — — 0.779*** 0.109 0.785*** 0.109 0.260*** 0.037 

经济地位感知 — — 0.506*** 0.106 0.436*** 0.108 0.160*** 0.038 

情绪状态 — — 0.741*** 0.122 0.759*** 0.122 0.299*** 0.043 

务工地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 
-0.244 0.215 -0.146 0.211 -0.086 0.218 -0.029 0.076 

务工所在地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常数项 — — — — — — 3.001*** 0.815 

调整的 R2 — — — 0.16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 

 

（三）就业质量与社会认知的交互效应分析 

需要注意的是，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农民工自身的

社会认知状况，即社会认知在这一关系中可能产生调节效应。调节效应的方向包括两种：一种是正

向的调节效应，表示积极的社会认知会强化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Knight and Gunatil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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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将这种积极的调节效应解释为正向的“隧道效应”，即“在拥堵的两车隧道中，人们发现旁

边车道的车辆开始向前移动，尽管自己所在的车道还处于拥堵状态，但是，在摆脱拥堵的乐观预期

作用下，仍能产生一定的愉悦感”。另一种是负向的调节效应，即较强的社会认知可能意味着农民工

有更高层次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为此，本节将测量就业质

量与社会认知的变量分别构建交互项，并将交互项加入模型中进行拟合，所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 3。 

从表 3 来看，测量就业质量的各个变量与社会公平感知所构建的交互项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工作时间与经济地位感知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对于经济地位感知较强

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对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更大。进一步通过方差分析发现，经济地位感知较强的农

民工往往有较高的劳动报酬，认为自身经济地位与同龄人相当或更高的农民工的年均劳动报酬为 2.4

万元，而对自身经济地位评价较低的农民工的年均劳动报酬仅为 2.1 万元，两者的差异在 1%的统计

水平上显著。由此表明，低收入人群对较长工作时间的耐受力更强。值得指出的是，该交互项的结

果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即经济地位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会受到工作时间的抑制，随着

工作时间的增加，经济地位感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正向作用会降低。劳动报酬与经济地位感知的交

互项同样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符合边际效用递

减规律，即对于低收入人群，劳动报酬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此外，良好的情绪状态会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工作时间对幸福感的负向作用，但这种交互效应仅在 OLS 估计结果中表现显著。 

 

表 3               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相关变量交互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分析 

o-Logit o-Logit OLS OLS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工作时间×经济地位感知 -0.007* 0.004 — — -0.002* 0.001 — — 

劳动报酬×经济地位感知 -0.334*** 0.128 — — -0.156*** 0.045 — — 

工作时间×情绪状态 — — 0.006 0.004 — — 0.003* 0.002 

调整的 R2 — — 0.170 0.16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考虑到篇幅限制，该表并未列

出影响不显著的交互项的结果。除交互项以外，模型拟合中引入的其他变量与表 2 一致。 

 

（四）就业质量、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分析 

表 4 显示，就业质量相关变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劳动报酬和工

作类型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新

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岗位的选择和薪酬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合同签订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

不显著，但会显著影响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且系数为负。究其原因，受时代背景、所在行业、权

利意识和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的制约，老一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在规范性和落

实程度上都不如新生代农民工，合同中一些不平等条款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大于其对就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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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而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和

老一代农民工的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更大；是否参加养老

保险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 

社会认知相关变量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代际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方面。经济

地位感知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但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的

原因是：随着代际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务工动机发生了从生存理性与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跨越：

老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视收入的增加和经济地位的提升；而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则呈现出多元化

和异质性的特征，他们务工时首先注重与自身兴趣的结合和职业的长期发展，其次才考虑收入。 

 

表 4               就业质量、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回归结果的代际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o-Logit OLS o-Logit OLS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工作时间 -0.009** 0.004 -0.003** 0.001 -0.001 0.002 0.000 0.001 

劳动报酬 0.313** 0.131 0.107** 0.046 0.144 0.088 0.066** 0.031 

工作类型 0.760** 0.382 0.238* 0.128 0.089 0.276 -0.041 0.095 

劳动合同签订状况 -0.106 0.227 -0.017 0.079 -0.404** 0.183 -0.111* 0.065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 -0.287 0.186 -0.098 0.064 0.436*** 0.136 0.144*** 0.048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 0.542** 0.241 0.155* 0.083 0.582*** 0.205 0.198*** 0.074 

社会公平感知 0.727*** 0.191 0.240*** 0.064 0.847*** 0.135 0.274*** 0.046 

经济地位感知 0.043 0.187 0.022 0.065 0.595*** 0.134 0.217*** 0.047 

情绪状态 1.153*** 0.226 0.417*** 0.077 0.628*** 0.148 0.254*** 0.052 

调整的 R2  — 0.164 — 0.17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模型拟合中引入的控制变

量与表 2 中的一致。 

 

（五）对社会认知变量内生性的处理 

由于社会认知和幸福感都是主观变量，存在某种类似的心理作用机制，从而可能存在反向因果

关系，即实际上是较高的幸福感带来了积极的社会认知，而非社会认知影响了幸福感；或者可能存

在非常重要的未被观察到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着社会认知和幸福感，使得社会认知对幸福感影响的

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了解决农民工的社会认知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生成一个新的虚拟变

量：当且仅当测量社会认知的 3 个变量同时取值为 1 时，将该虚拟变量赋值为 1，并将其命名为“积

极认知”，同时采用“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两个变量作为积极认知的工具变

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并依次采用弱工具变量检验 、过度识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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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内生性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外生性和变量“积极认知”的内生性，具体回归结果见

表 5。从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和“是否有投票经历”都对农民工

的积极认知有显著影响，联合显著性检验的 F 统计量也大于 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Sargan

检验和 Basmann 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05，说明在 5%的统计水平上无法拒绝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条

件的原假设；内生性 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234，无法推翻积极认知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根据

计量经济学理论，在不存在内生性的条件下，有序 Logit 模型、OLS 模型比 2SLS 模型更有效。从

有序 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积极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印

证了本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 TSLS 回归结果 

2SLS 

第一阶段 

（因变量：积极认知）

第二阶段 

（因变量：幸福感）

o-Logit OLS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是否熟悉居委会历史 -0.090*** 0.025 — — — — — — 

是否有投票经历 0.056*** 0.016 — — — — — — 

积极认知 — — 0.736** 0.362 0.923*** 0.124 0.318*** 0.043 

调整的 R2 0.049 0.083 — 0.121 

注：***、**、*分别表示在 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模型拟合中引入的控制变

量与表 2 中的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就业质量和社会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

其代际差异。在处理社会认知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就业质量的提高是

农民工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原因。其中，劳动报酬对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医疗保险

或养老保险的农民工的幸福感更高，而工作时间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的幸福

感更低。第二，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较高的经济地位感知和积极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幸

福感，积极的情绪状态还能有效缓解工作时间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负向效应。第三，就业质量和社会

认知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劳动报酬提高和在体制内单位务工能显著提升新

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但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不显著；劳动合同签订状况和经济地位感知则

对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更大。 

本文结论的政策启示是：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关注就业质量

和社会认知等因素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首先，政府应当加快完善劳动法律体系和相应的劳动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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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细节，为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改善营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在当前阶段，仍然应该将提高农民工的收

入水平作为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还要在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与落实、工

作时间、社会保险购买等方面加强对企业的监督，以保护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免受侵害。其次，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机会，积极倡导客观、公平、公

正、包容的社会舆论导向，引导和帮助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形成合理的心理预期和良好的心理

状态。最后，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仅要考虑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共性，还要兼顾两者的差异性。

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来说，提升他们幸福感的政策着力点应放在提高收入水平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

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有更高的留城意愿和更大的市民化潜力，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

强化技能培训和加强社区建设等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为他们发展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创造机会，

逐步提高他们的城市融入能力，使他们有更多获得幸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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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Cogni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Lu Haiyang  Yang Long  Li Baozhi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2013 CGSS and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4,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on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and the generation difference. The study generally uses 

an ordered logit model and an OLS regression. The study also employs a 2SLS model to conduct robustness tests to the 

possible presence of endogeneity proble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employment quali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Specifically, the criteria such as remuneration, medical insurance and pension 

insurance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 sense of happiness, whereas working hours and labor contract have a negative 

effect. Secondly, social cognition variables, including a good sense of fairness, higher economic status and a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Also, their positive emotional state is found to 

effectively moderate the adverse effect of working hours on their sense of happiness. Thirdly, a generation difference is found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on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Compared to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ural-urban migrants,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is shown to be under greater 

influence from job type and remuneration, whereas the criteria of labor contract, pension insurance and the sense of economic 

status demonstrate an opposite effect. 

Key Words: Rural-urban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Employment Quality; Social Cognition; End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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